
文化遗产 32026年4月10日 星期五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责编：杜恩亮 美编：黄山敏 组版：张宗健 校对：周万琴 兰凤琴 E-mail：ztrbbjb@126.com

朱提故城遗址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太
平街道永乐社区诸葛营村，西距昭通城
区约 1.5 公里，东南侧紧邻昭通机场，地
处昭鲁盆地东部、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带，
是汉晋时期朱提县（郡）的治所遗址。朱
提故城遗址原名诸葛营遗址，于 1983年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2017—
2018年，经考古专业人员系统调查勘探，
确认了城墙、城壕等重要遗存；2019年被
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正式定名朱提故城遗址。

朱提故城遗址坐落于前河、后河之
间的高台地上，地势北高南低，总面积超
过 60万平方米，地表以农田和现代建筑
为主，金鹰大道横贯其南部区域。遗址
包含核心城址、城外建筑及冶铁等手工
业遗存。核心城址位于遗址北部，平面
似长方形，南北轴线偏角约40度，城墙内
侧实测南北长约 210 米、东西宽约 150
米，城内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目前，城
墙地表遗存大多已损毁，东、北两面城墙
被村道与民居叠压，西、南两面城墙被现
代墓葬覆盖，城内大部分区域为农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单位于2022—2023年联合开展正式发
掘工作，两年间累计揭露遗址面积约
1600平方米，重点发掘城址区的城墙、城
门、壕沟、建筑基址、水井等重要遗迹。
此外，还在城外东南方向发现同期冶铁
遗存，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陶器、铜器、
铜钱、木简等遗物。尽管城墙整体保存
状况较差，但其余遗迹形制规整、清晰可

辨，为研究汉晋时期的古城布局与建筑
技艺提供了宝贵资料。

城墙：因地制宜的筑城智慧
城墙地表部分虽然多已不存，但通

过解剖发掘，仍能揭示其独特的筑造方
式。西城墙南段平地起建，无基槽，墙体
横截面呈梯形，顶部宽5.1米、底部宽11.3
米、残高 1.36 米，墙体采用分层夯筑，夯
层厚 0.16—0.25 米，土质致密紧实，体现
了当时高超的夯筑技术。墙体两侧的晚
期修补堆积，见证了城墙历史的沧桑变
迁。北城墙中段则设有基槽，基槽宽 3.5
米、深 1.5米，墙体与基槽均分层夯筑，夯
层规整，充分展现了筑城者因地制宜的
建造智慧——地势平坦处直接平地起
墙，地形复杂地段则先挖基槽，再夯筑
墙体。

城外壕沟：防御与研究的双重载体
以西城墙外的城壕为例，壕沟与西

城门对应，横截面似“V”形，深3.53米，城
壕口部宽约 9.4米、距离城墙约 5.4米，是
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沟内堆
积可分为15层，土质致密，出土了陶绳纹
瓦片、云纹瓦当、炼渣、铜箭镞、铜钱、木
简残片、木器残块等遗物。这些遗物不
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也为研
究城市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城门：时空变迁的见证者
西城墙中部发现的西城门分早、晚

两期，均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见证了古
代城市门楼建筑的演变历程。早期城门
门道宽 4.85米、进深 5米，两侧设有砖基
础，以膏泥黏结，南侧砖基础带有红色颜
料条带，北侧留存有木地袱痕迹，展现了
汉晋时期城门建筑的独特风格。根据城
门内侧配套的门楼建筑为三开间布局，
现存 8个磉墩，东侧设有瓦片散水，可推
测门楼跨建于城墙之上，入城后需经两
侧分流通行，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精
妙构思。晚期城门则废弃了砖基础，改
为立柱支撑，地面较早期有所抬高；门道
外口增设对称石门砧，其中南侧石门砧
由汉隶残碑改制而成，碑上留存的 60余
字铭文与神兽衔碑、龙虎浮雕，不仅具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展现了当时高超的
雕刻技艺。

城内壕沟：城市内部的防御与排水系统
城址北部发现的壕沟呈东北—西南

走向，沟口宽3.6—4.3米、沟深3.1米，东侧
沟壁经人工修整，成为城市内部兼具防御
与排水功能的配套设施。沟内堆积可分
为5层，出土了陶绳纹瓦片、铜印章、钱树
残件、漆器残片、木块等遗物，不仅丰富了
我们对当时生活场景的认识，也为研究城
市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建筑基址：仓储功能的明确体现
城内西南角发现的仓储类建筑，平

面呈长方形，已清理的部分长11.1米、残
宽 6.3 米，共发现 30 个磉墩，排列密集。
该建筑采用干栏式结构，立柱支撑、木板
铺面，通风防潮效果突出，其形制与汉长
安城武库等仓储建筑相似。这一发现不
仅揭示了汉晋时期仓储建筑的特征，还
为研究当时城市的物资储备与管理模式
提供了重要依据。

水井：城市生活的生命之源
城址北部发现的汉晋时期水井，井

圈为砖砌圆形，直径约0.8米、深4.75米，
以弧形砖、长方形砖、梯形砖榫卯咬合垒
砌而成，井体下部西侧打木桩加固，充分
体现了当时精湛的砌井技艺。井内出土
了陶绳纹瓦片、瓦当、铜器、铁器、竹编
器、铜钱等大量遗物，既直观反映了当时
居民的生活状况，也为研究城市的水资
源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丰富遗物展现汉晋风貌
朱提古城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种类

丰富，涵盖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铜钱、
骨器、竹编器、玻璃器、琥珀器、木简等。

建筑材料以板瓦、筒瓦、瓦当、砖、石

门砧为主。其中瓦当共 80余件，分为云
纹瓦当与“吉羊”文字瓦当：云纹瓦当中
心饰有动物纹或乳丁纹，文字瓦当地域
特征鲜明。砖以灰色长方形为主，表面
多饰菱形几何纹。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包括釜、
罐、盆、钵、灯、纺轮、网坠、陶模等，部分
钵底戳印花叶纹，是滇东北东汉至蜀汉
时期的典型代表。陶模共 40余件，呈长
方棱台形，与炼渣一同出土，应为金属冶
铸所用。

铜器包括箭镞、悬刀、铜镜、铜笄、铜
印章、钱树残件等。其中“立义行事”方
印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官印，三翼式
箭镞、莲花钱树、勺形铜笄均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铜钱共 60余枚，以东汉五铢
为主，同时伴出大泉五十、货泉、北周布
泉，年代跨度明确。

此外，朱提故城遗址还出土了骨器、
竹编器、蓝色玻璃耳珰、动物纹琥珀珠及
数十枚木简残片。其中，木简上的墨书
字体与三国吴简相近，是西南地区罕见
的汉晋简牍遗存。

揭开汉晋时期西南的神秘面纱
结合地层关系与出土遗物，考古专

业人员判断，朱提故城城址主体年代为
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部分遗存早至新
莽前后，晚至南北朝时期。在筑城之前，
此地已存在汉代聚落，城墙始建年代不
早于东汉晚期，经多次修补后依然沿
用。晋代以后，城址逐渐衰落，未发现大
规模营建痕迹，但南北朝时期仍有人类
在此活动。

2022—2023年的考古发掘明确了城
址的四至范围、城墙筑造方法、城壕结构
与城门演变过程，厘清了门楼、仓储、水
井、壕沟等设施的分布格局，确认该城址
为朱提故城的核心官署区，其外围60万平
方米的区域为大型聚落与手工业基地。
据文献记载，西汉设朱提县，东汉为犍为
属国治所，汉末设置朱提郡。考古专业人
员发掘所见城址的兴盛期与文献记载的
行政沿革存在时间差，或与治所迁移有
关，具体原因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

朱提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物产
丰富，与巴蜀地区联系紧密，汉晋时期经
济文化发达。朱提故城遗址的发掘，不
仅揭示了汉晋时期古城的整体布局与建
筑技艺，还为研究当时西南边疆治理、民
族融合、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及滇黔
川交界区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
实物资料，学术价值重大。未来，随着发
掘工作的持续深入，朱提故城遗址的更
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为我们呈现出一
幅更加完整、生动的汉晋古城画卷。

（来源：中国考古网、本报综合整理）

在昭通古城昭阳文庙的碑亭中，一
方镶嵌于墙壁的汉碑静静矗立，它便是
被誉为“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
石”的汉孟孝琚碑。作为云南现存的唯
一汉碑，这方历经千年岁月的碑刻，不
仅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还见证了两汉
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南边地文化的深度
交融，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的鲜活佐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五月，昭
通城南白泥井村的农户马宗祥在梁堆取
土修筑围墙时，意外挖出了这通上端残
缺约三分之一的石碑。彼时的他未曾想
到，这块本打算用作门槛石的残碑，日后
竟会成为轰动金石学界的瑰宝。幸得马
宗祥的表弟马正卫将此事告知其师胡国
桢，又经胡国桢辗转联系前翰林院检讨
谢履庄，这方汉碑才得以被妥善保护。
谢履庄一行人实地考察后，依据碑式书
风判定其为汉碑，随即将其运至凤池书
院藏书楼（今昭阳文庙）保管，并撰写跋
文记录出土过程，为后世研究留下了珍
贵线索。经测量，此碑残高 1.33 米，宽
0.96米，厚约 0.24米，碑文为右起竖排隶
书，现存 260字。碑座刻有龟蛇纹样，碑
侧尚存龙虎浮雕残画，碑文书法遒劲、文
辞典雅，结构横扁安稳、拽脚有力，浑朴
古茂的气韵尽显汉碑风骨。

汉孟孝琚碑的出土，给国内金石学
界提出了两道亟待破解的难题，吸引了
罗振玉、梁启超、杨守敬、于右任、方树梅
等数十位硕学鸿儒著文考证。第一道难
题便是立碑年代的判定，碑文中“丙申
年，月建临卯”的记载，成为研究的关键
线索。然而，在两汉时期的 8 个丙申年
里，均无对应癸卯月的相关记载，这使得
研究一度陷入僵局。

书法大家杨守敬从碑文书风的角度
展开研究，提出了此碑立碑于东汉和帝、
桓帝时期的假说，并大胆提出“广宗以丙
申二月卒，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的观
点，为考证打开了新思路。昭通学者谢
饮涧在此基础上，借鉴山东《鲁峻碑》“隔
年安葬”的习俗，结合干支历法推算，耗
时近 10年考证得出结论：孟孝琚卒于东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丙申年二月，家
人于次年十月在祖茔地西边起攒，至丁
酉年十一月正式将其下葬。这一结论在
干支纪年、史事记载、官制体系等方面均
可相互参证，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碑文缺损文字的补全，则是另一道
难题。赵藩、陈荣昌等学者曾潜心研究，
却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谢饮涧历经10
余年，摩挲碑刻、博览史籍，从碑体形制、
碑文体例入手，引经据典拟补佚文88字，
所补文字文辞雅驯、风格醇古，与原文气
韵高度契合，由云龙曾评价其“言之成
理，持之有故”。补全后的碑文完整地还
原了墓主孟孝琚的生平：他是南中大姓
孟氏子弟，祖父为严道君，父亲任武阳
令；4岁丧母，12岁随父从官，饱读《韩诗》

《孝经》，博览群书，以“比德于玉”自勉。
优秀如斯，其父在武阳令任上为其纳聘
蜀郡太守何彦珍之女，不料未及迎娶便
英年早逝。其亲人将悲痛凝于笔端、刻
于石上，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
叹息的凄美故事。1937 年，谢饮涧所著
的《孟孝琚碑考释》正式发表，使得这方
残碑的历史全貌得以清晰呈现，令学术
界深受鼓舞、为之振奋。

作为云南现存的唯一汉碑，汉孟孝
琚碑的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它不仅让尘
封的古代云南历史画卷再度舒展，还为
研究两汉文风、书风的演变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佐证。其碑额、碑身、碑座的形
制，与中原同期汉碑别无二致，文辞风
格、书法笔意也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
这清晰地印证了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向西
南边地传播的史实，为研究云南古代文
化史、民族史及滇蜀文化交融提供了珍
贵的史料。

与此同时，碑文中记载的孟孝琚生
平也折射出汉朝由盛转衰之际知识分子
的社会心理，让后人得以窥见当时的社
会风貌与人文情怀。在书法史上，汉孟
孝琚碑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碑文为方
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
古朴，行格满密却不循规蹈矩，兼具篆隶
韵味，清晰地展现了汉隶向今隶递嬗的
痕迹。长久以来，书法界素有“南圆北
方”的说法，而汉孟孝琚碑以遒劲方正的
笔意，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梁启超曾
评价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
与书学有关”，盛赞其为“滇中瑰宝”“海
内第一奇石”。

一直以来，汉孟孝琚碑的保护工作
从未停歇。1945 年，龙云出资为其修建
保护亭，力邀吴敬恒老先生篆书亲题“孟
孝琚碑”，包鸣泉撰写题记记录建亭经
过，碑座还采用堆锦工艺展示文物拓片，
构思精巧、独具匠心；1965 年，该碑被云
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
在昭阳文庙的古建筑群落中，这方汉碑
静静矗立，默默诉说着两汉时期儒家文
化传入边地的往事，彰显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碑刻无言，文脉有声。汉孟孝琚碑
从梁堆深处的偶然现世，到学术界的潜
心考证，再到代代相承的精心保护，这不
仅是一件文物的生命历程，还是中华儿
女守护文化根脉的缩影。它如同一座桥
梁，连接起中原与西南的历史，印证着中
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它更像一
面镜子，映照出一代代学者对地方传统
文化的研究、坚守与传承。在昭通古城
的古风雅韵中，这本镌刻在石头上的史
书，仍在诉说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给
后世留下无尽的思考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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